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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一位企业管理者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透视:
来自董士账本( 1936—1942) 的证据

袁为鹏 黄英伟

摘 要:董士账本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工作或生活在安徽宿县及江苏常州一带的企业管理者所记录
的日常收支账本。本文深入剖析了这位企业管理者 1936 年至 1942 年间日常收支和若干重要社会经济活
动，包括:家人病、死、殡葬、祭祀活动，下乡收租，书籍购买与阅读，社交礼仪，战时应变及爱国捐献等，透视
出账主新旧杂糅与中西融通的文化性格，其行事风格既体现较高的经济理性，又带有深重的中国传统文化
的烙印; 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账本的史料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深受新旧两种文化
的影响，具备多元文化观念的过渡时期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形象，他热爱和平，憎恶战争，心存善念但又
逆来顺受，他恪守中国传统的道德礼仪，又善于利用市场机制来谋取经济利益。他的存在，生动而有力地
证实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并非不可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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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史特别是沦陷区历史的研究多集中于论述和揭露日、伪的政治欺骗与
压迫，军事进攻与经济侵略、资源掠夺等宏大历史事件，而对沦陷区普通民众的思想与生活等具体细节的关
注明显不足。不仅仅关于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民间日常生活的研究不够充分，实际上，关于近代以来民间日
常经济与社会生活在学术界一向鲜有专门研究。民国学者依据家庭账本对于北平等地工人包括下层职员、
小学教师家庭经济收支方面的调查研究，①海外学者依据李慈铭日记对晚清一个京官的经济收支与生活
状态的研究，②国内学者关于曾国藩在京时期日常收支的研究等，是少数几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③

经济史学家对于近代企业家的研究多聚焦于若干重要代表人物，如著名企业家张謇、范旭东、卢
作孚、荣宗敬、荣德生、刘鸿生、陈光甫等，对这些著名企业家的生产经营与管理实践及其政治社会活
动及其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等诸多方面，均有深入研究的成果面世。相对而言，对于当时为数众多的

·671·

①
②
③

参见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社会调查部 1929 年出版( 出版地不详) 。
参见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 年。
参见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此外，关于各地劳工与农民家庭收支与生活水平的研
究成果尚有不少，参见徐畅:《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产业工人的收入生活》，《兰州学刊》2015 年第 6 期; 胡悦
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 年第 5 期;关永强:《近代中国的收入分配:一个定量的研
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刘仰东:《去趟民国: 1912—1949 年间的私人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14 年。利
用家庭或个人账本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目前仅见胡其伟: 《十年前北平古都生活的第一手资
料———程朱溪夫妇的“北平家用账本”》，《中华读书报》2016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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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中小企业经营者、管理者阶层的研究，则显不足。除了一些文学作品，如茅盾所著《子夜》能够给
读者留下些许印象之外，学界尚少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本文将利用工作、生活在今安徽宿州
市符离镇及江苏武进县( 今常州市武进区) 一带的一位企业管理人员所记录的账本史料，特别是其关
于 1936 年至 1942 年间日常收支与生活情形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账主的若干重要社会经济活动，透视
并剖析其过渡性的文化心态与复杂的行为特征，并力图揭示出战争对其经营活动与日常生活等多方
面产生的深刻影响，以丰富学界对于沦陷区中下层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日常生活的认识。

本文依据的是从民间收购的一套账本，共两厚册，并附有少量夹页。该账本记载时间自 1936 年 1
月到 1942年 2月，共持续 6年，除个别月份漏记之外，共包括 57个月的完整记录。记录内容主要以其日
常收支为主，主要采用日记账的形式，总记录达 2 497条，平均每月记录收支 44条，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个
人日常生活收支账本，另有少量杂页包含有行情记录、通讯地址、专项支出( 房屋修整、丧葬) 、礼品单、祖
宗墓地、土地收租的信息，个别账页中还留有作者的旅途抒怀和人生感慨等文字记录。①

账本记录方式采用了比较严格的中国传统记账方式。账本系采用当时市面比较通行的专门印制的
腰格通天条账式，记录上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②首行记录上年余存金额及开始记录的年代( 民国纪
年) 与月份，然后按照时间顺序，上半栏记录各项收入，下半栏记录各项支出，然后在期末( 在月底或年
终) 进行总结，注明结余或不足及其金额。在日期的使用上，本账本严格按公历纪年，只在个别地方特别
注明“旧历某月某日”。在上半栏收入项上，一般会详细注明该项收入性质如薪金、饭食补贴，某商号红
利或利息、房租、办公费用及津贴、作中费用等名目，个别地方会特别注明具体的日期及经手人等信息。
在下半栏支出项下，会详细记录各项支出的性质，如洗澡、修发、买米、面、鱼、肉、水果、点心，书籍字画，
出门旅行的车票、住宿及就餐的费用，房租、邮寄费、学费以及给亲友礼金，给茶房及学徒的赏金，上坟、
堪舆，算命、看相、布施、慈善捐助等，通常情况下只是记录各项支出的花费金额，但个别地方会详细记录
消费的具体数量，如鱼多少斤，米面多少石多少斗，鸡蛋多少个，这为物价史以及生活水平方面的研究提
供了一定的便利。在购买书籍字画等方面，也会偶尔记录所购书籍及字画的名称。账本主人显然受过
严格的传统记账方法的训练，账本中许多月份常使用雅称，如称一月为茄月，七月为巧月，八月为桂月，十
月为菊月，日期的写法多为连笔的汉字，汉字“一”因为防止篡改而写作“乙”，数字的使用也是当时中式簿
记比较通行的苏州码字。这些记账方式与数字用法均同本文作者之一此前研究过的传统商号如出一辙。③

一、关于账主职业、身份及活动地点的考证

如何确定账本主人的姓名、身份及其活动地点，是本文必须首先解决的难题。账本中并未清楚说
明，但所幸账本自身留下了大量可供破解的信息。经过考证，我们认为账本主人名董士沅，本是江苏
省武进县人( 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带) ，抗日战争前至 1939 年外出经商，在一家总号设在上海法
租界，在安徽蚌埠、宿县等地设有分号的商号工作，工作地点在安徽省北部宿县境内符离集镇( 今安
徽省宿州市符离镇) ，账主应该是商号所属符离镇一地方货栈( 很可能是一家粮栈，至少粮食是其经
营的重要产品之一) 担任掌柜或主任等职位的基层企业管理人员。1938 年之后，因战争影响，货栈关
张，账主留守年余后终因复业无望而回到老家，依靠出租资产、股利、房租及与人作中等勉力维持其中

·771·

袁为鹏 黄英伟:抗战时期一位企业管理者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透视:来自董士账本( 1936—1942) 的证据

①

②

③

这套账本由黄英伟 2010 年自北京旧书市场购得，现存黄英伟处，不久将正式整理出版。本文作者备有全部账本
的电子版，可供有兴趣的读者索阅。
关于腰格通天条账式及四柱记账法的简介，参见黄英伟、袁为鹏:《日军侵略对沦陷区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董士
账本 1936—1942 的证据》，《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第 78 页。
参见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 1798—1850)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 年第 2 期。



产阶级的生活。① 兹详述考证过程如下:
( 一) 关于账本主人(以下简称“账主”)姓名及前期活动的地点的考证
账本中多处出现与账主生活相关的地名，如账本第一册第 8 页，记“付家用，洋四元”右侧注有

“宿处汇”三字。② 不过我们还难从中推知此处的宿之确切所指( 除了安徽省宿县可能会简称宿处之
外，另一种可能是江苏省的宿迁县) 。所幸账本第一册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在父亲去世后奔丧回
家及返回工作岗位的情况，另外还记录有他往返回乡参加其岳父殡葬的情形。

如账本第一册第 22页，11月初二记录:付大殓各费洋 52 元，在旁有注:“父亲于十月三十日午时仙
游，正三朝入殓。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此段记载中首先透
露了账主的名字:“沅”，在其他地方亦写作“源”，另有一处还有提到“士源”与其他亲友一道查看地租的
情形，加之有一册账本封面中有题有“董士记”三个字，笔者据此推断账主姓名应为董士源( 沅) 。

其次，账本提到的工作单位，只是简单称为“符栈”，其中“符”当为地名，结合下文的材料可以推
断其为安徽省宿县之符离镇。③“栈”者，货栈也，应属一种专门从事客货储运的商业机构。

账主提及其从符栈星夜回家却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情形，似乎其老家离工作所在地并不太远。
不过，这里并未提到其所乘坐的系何种交通工具。但其后不久，账主有一次回老家参加其岳父葬礼并
乘坐火车返回符栈的记录，因当时天气变化剧烈，作者详细记载其返回符栈的路途情况，账本第一册
第 32 页至第 33 页中写道:

源因岳父举殡，回里办理安葬一切之事，事毕回符栈供职。由家至车站，天时阴霾，至站后不意大雪
纷纷，一路之上，至南京下关时风雪未住，渡江至浦口车站上车之后，雪略小。天明时过蚌站，风雪已止，气
候甚寒。至固镇站，天际红云朵朵，旭日高照，精神为之一振。源旅行往返，逢大雪纷飞，为第一次也。

这里面提到了从家乡上火车一路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再渡江过浦口，继续坐火车过蚌埠站、固镇
站而回到符栈工作的情形。考之当时的铁路线路图，其中浦口、蚌埠、固镇及安徽宿县均是津浦线上
的车站。津浦铁路也经过符离，但不曾在这个小镇设有车站。因此，账本中数次提到其先进乘坐黄包
车往返宿县和符栈的情形，从宿县到符栈，黄包车费只需 3 角钱，显然相距并不远。账主给家中汇款，
也多是在宿县邮局汇寄，账主离开岗位赴上海法租界总号汇报工作，也是从宿县坐火车出发。通过查
阅地图及相关信息，获知在宿县北约 10 公里处有一个著名古镇符离集，该镇地处交通要道，清代以来
商业繁荣甚至比宿县还要出名，因此笔者推断账本中多次提到所谓符栈，应该就是设在宿县北符离集
镇( 今名符离镇) 一家货栈。可以印证这一推断的是在账本第二册第 1 页中，账主提到了一次从符栈
到临涣的短途旅行的情况，临涣镇隶属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也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著名古镇，
距离符离镇只有约 60 公里的路程。账本记载其从临涣返回符栈的川资等费共花去为 3 元 1 角，从空
间距离来看也是比较吻合的。另外，据相关文献的记载，符离镇当地所产烧鸡远近闻名。④ 在账本中
发现多次消费熏鸡的记录，这也帮助我们推断出账本中所提的符栈的所在地，就是符离镇。

账主的家乡究竟在哪里? 这也是需要考据的问题。账主文字中只是笼统的提到回里，还家，并未
给出完整与具体的地名来。从上文所记，从家乡冒着大雪乘坐火车经过南京下关车站的记叙来推测，
大概其家位于南京市东，沪宁铁路线上的某一个县城附近。具体是哪一个县呢，账本中没有明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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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回家的时间据账主记载，应是 1938 年 5 月 6 日宿县县城小隅口至新东门被炸之后。账主大约阴历五月初二
前后回到乡里。
需要说明的是账本的记载年代都是采用民国纪年，数值记录都采用当时通行的“苏州码子”。本文为简单起见，
一律转化为公历年和阿拉伯数字。
今安徽省宿州市符离镇。
参见百度百科符离镇词条的记载: https: / /baike． baidu． com / item /% E7%AC%A6%E7%A6%BB%E9%95%87。



明。账本第二册中记载了作者因为战乱而绕道还乡，在父亲坟墓上祭祀的情形: 1938 年 5 月 6 日，账
本中记载当日安徽宿县小隅口至新东门快车线路被炸，造成人员伤亡。账主捐助了 5 元医疗费之后，
又花去 1 元 5 角购买馒头、盐菜、鸡蛋、开水，准备返乡避乱。此时津浦线及沪宁线或许已经因为战争
而停运，或许因为不安全而为账主所避开。账主逃难回乡的路程如下:先从宿县至铜山，然后乘汽车
从徐州至宿迁( 车费 10 元) ，再坐轮船从宿迁至清江( 船票 3 元) ，从清江至高邮( 2 元 5 角) ，经过樊
川、丁沟、宜陵、佘家坂等地，渡江至京口，到达京口后，坐火车由镇江至常州。在常州吃过午餐和晚
餐，当晚入住西门第一楼旅馆，然后由常州乘船至湟。接下来就已回到家乡，敬神、祭父。① 可以推断
账主的家乡为距常州不远的某地乡村。经过查阅地图，可以获知此中所谓的“湟”，当指今天江苏省
常州市武进区的湟里镇，这里距常州市区不远，与市区一水可通，符合账本中乘船回家的情形。

可以推断出账主家乡所在地的另一条的证据出现在 1942 年元月初账主所留下的一张收租的账
单，里面不仅记录了其所获租金收入，也记录其收租过程中发生的交通、饮食方面的费用。其中也提
到几处相关的地名:如记是年元月 5 日，士沅( 账主名) 、产生( 人名) 去何留墅，当日回城在支出栏中，
又提及六日至湖塘桥、东青等地所花车费，即在当地所花车费，吃早点、午饭的支出情形。② 今天，我
们可以从常州市武进区内找到何留、湖塘桥、东青这三个小的地名。③ 账本第二册中夹杂了一枚邮
票，上面盖有邮戳，尚可以辨别出江苏武进这四个字，这也有力地佐证了账主是江苏武进人氏。

(二) 关于账主职业与身份的考证
账本中并无一处明确提及账主的社会职业、地位与身份。除了提到其在符栈供职之外，并未提及

其具体任何职务。因此，考证其具体职位情况便成为本文的一大难点。笔者认为其应为某总部在上
海法租界之商号驻符离镇货栈的负责人，其职位可能有主任、经理或掌柜等不同称呼，但其作为该货
栈的主要负责人则是确定无误的。

理由如下:
1．收入结构与工资水平。账本中清楚地记录其 1936 年至 1938 年底的详细工资收入情况，董士

沅的工资收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薪金，按月发放，每月 25 元;节日宴请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发放，每次 3—4 元; 奖金，年终发放，每年 62． 5 元。因节日宴请费基本用于实际支出，其平均月工资
应为 46 元左右，每日工资收入超过 1． 5 元。据调查，1930 年代初期即使在工资收入相对较高的上
海，普通技术工人的工资一般不超过每月 20 元。账主的工资收入要显著高于一般工人。大致相当于
当时最低级的公务员或者普通小学老师或者银行业普通职员、办事员的工资水平相当。④ 需要说明
的，工资收入并不是账主收入的全部。前期，除了工资收入，账主还从一些商号定期或不定期获得收
入。有的已经注明是利息收入，有的并没有注明。估计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其在商号存款后所获得利
息收入，一种则是其投资入股后所获得的官利及分红。虽然我们无法根据现有资料对之进行准确区
分，但将这两类可能的收入统称为资本收益还是可以的。综合计算，账主在任职期间，每月平均收入
约 103 元，其中资本收入要占一半以上。账主收入水平虽然已经远远超过普通工人与农民，但也远远
达不到当时特别富有的所谓达官贵人的标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时一名高等学校的年轻
助教，或者政府部门中下级别公务员或者一名普通中学教师的收入水平，大致与之相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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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账本第二册，第 5—7 页的记载。
参见账本第二册所附杂页二。
三个小地名均可通过百度地图在今常州市武进区一带找到，虽然今天的地名与民国时期相比变化不小，不宜简单
等同，但三个小的地名同时出现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参见陈育红:《战前中国教师、公务员、工人工资薪酬之比较》，《民国档案》2010 年第 4 期。
参见陈育红:《战前中国教师、公务员、工人工资薪酬之比较》，《民国档案》2010 年第 4 期;关永强:《近代中国的收
入分配:一个定量的研究》，第 136—138 页。



2．行为方式与社会交往。一个人行为方式往往会不自觉地体现其身份与社会地位。根据账本的
记载，每年年初，他都要付给茶房赏金 1 元，付给倒便桶的学徒工赏金 5 角。每逢年节，还要宴请同
仁，这是当时一个店铺掌柜或负责人的典型职业行为。此外，账主平常出门办事，一般会乘坐黄包车，
购买物品或者搬运行李物件，通常也会专门花钱雇用脚力搬运，这也反映账主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
商人，非普通小商小贩或工厂普通工人所能相比。① 另外，从账主的社交活动来看，与他交往最密切
的人，名叫钱少清，他每年都会给钱家儿子送压岁钱，还托钱氏在外地代购紫砂壶等，而钱氏则是同属
该商号驻安徽省宿县分号的主任。有趣的是，账本中曾夹杂了两页记账人的通讯录和一份送礼的名
单，其中人物多为该号驻其他各地的主任或会计等中下级管理人员或者高级职员。所谓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这些与之交往密切人员的身份应该与其大体相当，这也间接证明了账主的职业与身份。

1938 年六七月间，符栈因战争原因被迫关张，账主独自从宿县出发，赴上海位于法租界高乃依路
1 号的商号总部进行报到并办理交接事宜。② 这一行为也表明其应为该货栈的主要负责人。

符栈所经营的具体业务是什么? 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这个账本主要记录董氏的个
人生活收支情况，极少反映这家企业的具体经营业务，因此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账本第一册第
25 页支出项记录“内用 35 元”，可能因为这个数目较大，特别罗列了支出的具体项目，其中有一项名
为“粮房调查费”，可以推定其经营业务应与粮食有关。账本中还发现了一张小夹条，里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各式粮食的价格。根据以上证据，笔者推断符栈应该是一家专门负责粮食或者以粮食为主的
仓储或者运销业务的某总部设在上海的分号或者分部。因为地理位置临近，它与商号在安徽宿县的
分号或分部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甚至有可能是该分号或分部的一个下属部门。董士沅是该分号
或分部的负责人，一方面，这家分号在账务上有着比较严格的内外分工，部门负责人的个人收入与生
活开支和商号自身的经济收支是严格分开的，他的办公费用及节日宴请行内同仁的费用都由商号专
门拨款，不与其他个人开销相混，这很可能也是他如此详细地记录自己的各项收支的重要原因。另一
方面，因为符栈的业务只是总商号业务的一部分，很可能商号内部之间并未进行单独核算，反映在董
氏的工资构成上，就是其工资收入的构成及其数额基本上固定，似乎并不随着其业务绩效的变化而变
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他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所谓职业经理人的条件。不过，我国传统的商号经理
人员( 掌柜) 的工资收入通常也并不随着其经营绩效的好坏而灵活浮动，经营绩效影响主要体现在其
所占股份，包括所谓“身股”的年终分红之上。③ 账本中确实记录了他几乎每月从源记、恒记等商号中
获取收入的事实，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文字资料，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收入的具体性质，其中一部分
已注明为利息所得，考虑到当时企业普遍支付“官利”情况，④或许可以推断为投资获利。但账主身为
一个某商号的中下层管理人员，除了获取固定的工资、津贴及奖金收入之外，同时还从投资与其他商
业经营中获取收入，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工薪阶层。

二、账本所记录之若干重要经济社会活动

这册账本虽然只是详细地记录了账主 6 年间的各项经济收支，但其中有一些经济收支活动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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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民国时期若干杂志上刊登的几篇描写掌柜及学徒的文学作品中，学徒工起初要给师傅或掌柜倒便桶( 壶) ，掌
柜出门坐黄包车是其中比较典型的情节。参见徐讦:《毛掌柜》，《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11 号;《大掌柜》，《好文章
( 上海 1936) 》1937 年第 10 期，第 7—12 页。
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 1 号，大体位于今天的皋兰路张学良故居附近。据账本记载，总号附近尚有该商号职员宿舍
楼等建筑，惜由于相关资料的匮乏，商号名称今已难准确考证。
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年，第 162 页。
参见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相联系的，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活动，而解读这些社会经济活动，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这一时期
社会经济史的认识，这也正是个人或者家庭式收支账本史料的重要优势之所在。下文将择要叙述其
中比较重要的几项活动，并进而对账主之社会文化观念进行剖析。

( 一)账主亲属之生病、医疗救治、死亡、殡葬、移柩、祭祀的过程
丧葬是中国各地都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冯贤亮曾专章论述明

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丧葬习俗，在谈到常州府一带时，他认为，当地在丧葬方面“不师古而繁于俗礼”，
特别注重僧道礼忏诵经，“七虞内无虚日”，一次殡葬的费用有时可使数户中等资产人家破产。相信
风水而延期不葬的，也很多。并指出同周边地区流行火葬的习俗相比，常州府多行土葬。① 本账本记
录账主董士沅之父亲从生病、医疗、死亡、殡葬及移柩的全过程及其花费名细，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常
州一带丧葬习俗与消费情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材料。

1935 年 2 月 14 日，是账主的母亲去世两周年忌日，他花费 5 元钱举行了一场佛事( 大祥) ，3 月底
他专程坐火车回乡正式为其母亲举行葬礼，一路上往返花费车费 11 元 5 角，路上茶饭费( 8 角) 、桔
子、点心、香烟及黄包车费、行李搬运费用等 1 元 3 角，洗浴及车力 6 角，另加返程回宿县的车力( 应该
是短程的，送至车站) 、行李搬运及茶水 8 角。到乡后即于新顺园为其母亲举殡安葬，花费 50 元。另
外付给负责堪舆的刘博溪先生谢金 8 元，晚间请刘先生吃饭花费 2 元。又花上坟费用 3 元 2 角 7 分。
10 月初，他又专门乘车到母亲坟头上坟，焚烧银锭花出 1 元钱，10 月 13 日( 阴历) ，给母亲举行除灵
仪式，又花费了 6 元 5 角。14 日夜，其父亲与二弟发生口角( 账本中未消注明口角发生的原因，想必
与其母亲除灵的仪式及其相关的接待、费用分担等有关) ，结果父亲中风病倒。账主立请许乐山大夫
医治，共花出医费 2 元，另到医院挂号、车费、病原课化验等项，共用去 1 元，又花了药费 1 元 5 角。从
后面的挂号、病原课化验等项支出来看，他应该是将父亲送到现代西式医院进行治疗。可能是感觉不
妙，他在当时还分别花费 16 元 8 角和 1 元 5 角购买寿衣料和棉布，开始准备后事了。16 日，再次延请
许乐山大夫医治，花出医费 2 元。可能其父病情已稍稍稳定，账主又匆匆回到宿县符离栈工作。遗憾
的是，其父亲未能痊愈于 10 月 30 日午时病逝，死后第三日举行大殓。当即付出 52 元用于大殓各费，
花出 30 元用于招待吊丧的客人的饭食( 素饭) ，购买寿材、生漆、及车力饭食等费分别花出 19． 4 元、5
元、1． 1 元;可能是为了选择黄道吉日，又专门请人算命，付出算命费 2 角及香烟茶等费 5 角，另将自
己在常州北门外的祖坟位置进行注字登报，又花费 1 元。这还不包括他从外地回家往返的车费 10 元
8 角及路上费用 2 元 5 角。总计其父亲生病到大殓的各项费用，业已花去近 120 元左右。

按照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其父亲的丧葬过程远未结束。前面已提到江南地区民人因惑于风水
迷信，往往延期不葬，而是将灵柩暂厝一地，待通过风水先生寻得善地后再行安葬。这一习俗在董士
沅父亲的葬礼上得到了印证。其父于 1935 年底出殡之后，并未正式安葬。而是一直等到 1938 年下
半年才正式安葬。1938 年 11 月 28 日，他先在庙沿河周银记石铺预定墓碑，付了 3 元定金，不久又加
付 2 元给石铺。另外购买锭箔香烛白钱纸等物花去 2 角 8 分;又专门迎候堪舆先生刘博溪，花去茶烟
费 9 角。到 12 月份才开始正式举行葬礼，12 月 23 日，又付出开金墩罗圹等葬仪费用 10 元，购买银
锭、白钱纸花去 5 元多，又补给周银记石铺 1 元。25 日又给周银记石铺 5 元 6 角，应是用于墓碑的制
作。另派车接风水先生花费 1 元，中午请他吃饭又花去 3 元 5 角 4 分。

同日，又在其父亲之柩合地进行坟上种火等仪式，花去 8 角，又用鲜肉鱼在其父坟上献祭。又付
出抬柩费用 16 元，并再次酬谢堪舆先生 8 元，接下来的仪式还包括请人送年夜饭赏力 1 元，做金墩罗
圹 20 元，竖碑，花去 2 元。年后又再次上坟祭祀，花钱 8 角 2 分，另付挑力 4 角。又付客冬其父亲之
柩移石塔、租地等一切费用 13 元 1 角，又请堪舆师覆查坟墓方向花费 2 元 3 角 7 分。又付给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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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张益生等酬劳 2 元。算起来这次移柩安葬共计花费达 123． 26 元，其中费用 96 元 9 角 6 分由他
与兄弟两人分担，每人应摊 48 元 4 角 8 分，其弟则分四次支付给他，累计支付了 48 元 4 角 7 分。

(二)下乡收租
土地租赁与买卖是经济史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充分。根据账本的记录，

受战争的影响，账主在外地的商业活动受阻，不得已回到常州老家湟里镇居住，当起了不在乡的地主。
我们已经知道，在清至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很多地方的地主普遍住在城镇里而成为所谓不在地主。① 不
过，同费孝通在其名著《江村经济》中所描述的情况略有不同，地租收取并没有通过当地比较普遍的代理
机构———收租局来进行，而是由不在地主自己下乡收取，当时的地租显然是以现金形式( 货币地租) 上交
的。不在地主如何下乡收租及收租过程中的各项花费，学界似乎少有专门的记载。本账本为我们提供
了一次账主和兄弟一道下乡收租之所得及各项花费的明细账单，可以丰富这一方面的历史认知。

夹在账本中由账主依据其收支记录整理过的两张小页，详细列出了 1942 年元月 5 日至 2 月 14
日间下乡收租的各项收支明细:

元月 5 日至 6 日，账主( 士沅) 与其弟昆沅、产生一道去何留墅收租，8 日，士沅、昆沅兄弟另偕一
人同去。9 日，士沅、昆沅兄弟至东青收取地租。账本记载其自元月 5 日至 2 月 14 日，累计收到地租
共计 190 元，但其所费亦不少，其中包括往返车力 19． 7 元，早晚点、饭费、茶烟等 40． 4 元，洗浴 1 元，
邮政书信费 1 元，其他费用 20． 5 元。总计共达 82． 6 元之多，几乎接近一半的地租收入了。即使我们
考虑到因为记载不详，可能有部分花费不一定与收租有关，饭费、茶烟等费及邮政书信费可能属于一
般的人情与社交往来，但仅用于交通及途中行李搬运所支付的车力一项，就多达 19． 4 元，超过地租总
收入的 10%。显然，对城市工商业者说，当时通过投资土地来获取地租收益在经济上并不合算。正
如费孝通所言，土地具有重要的“非经济价值”，人们投资于土地，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收益的考虑，安
全保障方面的考虑及社会习俗、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也很重要。②

(三)房屋租赁与修缮
过去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房地产史的研究一般重视房屋的买卖及其价格，对于房屋的租赁与修整

似乎未充分关注。账主因受战争的影响，粮栈生意关张而返乡居住，为了获取收益，他选择在镇上租
住他人比较破旧的房子，经过简单修整后入住，而将自己拥有的面积稍大同样也比较破旧的房子进行
一番修整后出租给他人。除去顶首银 20 元及中费 1． 3 元之外，他每月需付房租 4． 5 元( 后来涨至 6
元) 。他租出的房子却获得了顶首银 200 元和每月 14 元( 后来涨为 16 元) 租金收入。出入相抵，每
月可以获得 10 元左右的租金收入，这大体相当于当时一普通劳工的工资收入，于家用不无小补。③

根据账本记载，这一时期的房屋租赁市场似乎已经相当完善，租赁程序亦相当标准，一般均包括有
定金、顶首银、中费等名目。譬如，账本中记载，1938年 9 月 18 日，账主承租毛鸿生住房四间，先付出定
金 1元。11月 18日，付给毛鸿生顶首银 20 元，同时又付出中费 1 元 3 角，注明只有平房三间。这个房
子租下后似乎不能直接入住，还需要进行一番修理，同日花出修灶费 1 元，又购买竹杆两支( 1 角 7 分) ，
大小锅盖两个( 1元零 7分) ，火钳一个( 2 角) 。正式入住时，还要购买香烛，祭祀神灵，用去 3 角 2 分。
入住当日，请船夫搬迁入住，付出搬迁费 3元 2角，并赏与船夫价值 1角钱的酒。

1939 年 1 月，账主将自家房屋一处租与他人，先后分三次收取顶首银，1 月 10 日收顶首银 80 元，
2 月 3 日又收了两笔 50 元、70 元，言定 3 月 1 日起租，2 月 17 日提前收到 3 月份房租 14 元，以后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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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中国近代农村不在地主制度比较完整的描述，参见费孝通: 《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 商务印书
馆，2002 年，第 159—166 页。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第 159—161 页。
除了房租之间的差价收益，账主还额外获得了 180 元的顶首银，其中自己房屋装修用去 80 元，尚余 100 元，如按
当时民间借贷每年 20%左右的利息计算，每年还能额外获取 20 元左右的利息收益。



17 日提前收下月房租。
从账主修整房屋的花销来看，他自己租进的房子修整比较简单，花销不多。但他自己准备出租的

房子在修整时花销却不小，从付费的记录来看，似有专门人员或公司来负责进行各项修整工作，因为
除了开销若干用品之外，所有的木工、砖瓦工等与房屋修整有关的各项费用都付给了一个被称为李和
尚的人，显然这个李和尚是这次整修总负责人，由其负责所有原材料购置与施工。

如果仔细阅读这份收支账本，会发现账主本人从自己的租客中提前收取的顶首银 80 元与他付将
李和尚的房屋第一笔修缮费用，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金额上也是一致的，显然账主是利用了这笔顶
首银用于房屋修缮，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出租。账主于 1938 年秋天议定向人租住四间( 实际入住时
只有 3 间) 小房子，并先后支付定金与顶首银，同年年底入住。第二年初即将自家比较大一些房屋加
以修缮并出租，从租金差中获取现金收益，不愧是一个极为老道的生意人。

(四)书籍购买与阅读
这是账主比较经常性的一项支出。6 年间作者购买的各类书籍颇多，尤其是战争时期，书价便宜，

账主更是大量购进。除了个别批次账主一次性购买书籍较多，价格也很便宜，因此他只是在账本中简单
记入支旧书多少本合钱多少元之外，多数情况下他都详细地注明了书的名称或者字画的作者、尺幅大小
等。除了大量的字画或者笼统地提到的古旧书之外，账本能够清晰辨别的书名共有 20 多种，兹简单分
类列举如下: 1．经世致用类( 实用类) ，既包括西学如法律质疑汇刊、算书、英语字典，也包括传统的黄历、
日历等实用类书籍。2．文史类，包括传统的经书、史书、文集、笔记、小说等，如，诗经集对、左传、史记、历
代纪元书、墨子汇海、王荆公文集、涌幢小品、退庵随笔、官场现形记等;书法艺术类如各种法帖、佩文韵
府、四体字汇书等，一些近代史学著作如美术史、铁道史亦在内。3．宗教及风水类，如心经、金刚经及一
些堪舆、命理类的书籍，如命理探源等。从中可见，其阅读兴趣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主，四大部类都有
所涉及，但仍以传统儒家的经、史和文人笔记、小说为主导，间亦旁及佛教经典及部分仙道、风水类书籍。
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铁道史、美术史、英语词典、算学等新学书籍也在作者购买或阅读范围之类。

(五)医疗卫生与风水迷信
我们从账本中发现，账主自己及家人生病，一般是中西医并行，一方面在医院挂号就诊，接受手术

治疗，一方面也多次购买中医的丸药，如账本中多次提到的六味地黄丸、白凤丸、三妙资生丸、人参再
造丸、十滴水等。同时也会经常请人看相、算命，请专门的堪舆先生看风水。账本中曾几次详细记录
了招待宴请堪舆先生的情形，除了每次高达 8 元的费用之外，用于酒宴和茶点方面花费也要二三元左
右，可以说是账本中所记录的最隆重最昂贵的请客招待了。

账主显然极为重视传统的仪式活动，连搬入租住的新家，也要焚香化纸，郑重地举行仪式。另一
方面又比较讲究个人卫生，账本中记录其相当频繁的洗浴、理发消费，而且他每次下乡外出，也通常会
专门购买开水甚至鸡蛋、咸菜等食物随身携带，以保障饮食卫生。

(六)礼仪、社交与娱乐
账本支出项目中，关于礼仪与社交性支出占有一定的比重。关于礼仪性支出，除了我们上文中介

绍过关于其父亲丧葬、岳母出殡等较大宗的支出之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1． 节庆日如春节、端
午、中秋等节日，要给亲友小孩子百岁钱，购糖果、饼干、月饼、福桔等之类礼品馈赠亲友; 2． 婚、丧、
嫁、娶及子女出生、周岁、老人生日。不同于一般农民，账主所支出的对象中，除了其骨肉亲人之外，还
包括了很多商号同事。3．亲友或同事子女出国进修，也要随一份礼;与其工作地点最近的安徽宿县办
事处主任、会计上任、离任，也要花钱请客送礼。4．礼节性的宴请、招待，账本中亦有多处记录请朋友
吃饭，包括早餐、午餐或晚餐的情况，在记录饭菜钱的支出时，一般还会同时记录关于香烟、酒、茶叶的
支出金额，看来当时请人吃饭时要敬送香烟、吃茶、饮酒，已经成为时尚。账本中间或提到有几次手谈
( 下围棋) 的支出，一般都会同时注明是为了陪同那位客人，每次手谈的花费，都在一二元左右，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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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宴请一次客人的花费相当，可见当时请客人下围棋，还是一个档次比较高的娱乐活动。不过，账本
关于娱乐活动的记录，实在太少，似乎除了饮宴、吃茶、洗浴修发、手谈、收购各式书籍与字画之外，甚
少有其他娱乐活动。① 账主除了出席传统的婚丧嫁娶等社交礼仪活动之外，还间或参加亲友子女出
国留学庆祝活动，个别亲友作为基督教徒的受洗、弥撒等宗教活动他也同样参加并随礼。

(七)爱国反战与逆来顺受
1936 年以来，随着战争的临近，国内的反战动员也开始加强，董氏作为商界人士，也积极捐助爱

国抗日。1936 年 12 月 2 日，他曾捐助 1． 34 元资助“援绥军”抗日作战，并在捐助额前注明这是自己
一日之所得，1937 年 9 月 7 日，他购买爱国公债 10 元，日寇轰炸宿县，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又积极
捐助医疗费 5 元，又向红十字会捐助 5 元。账本中还记载了数次他对于慈善组织的捐款、施药等捐助
活动。这些慈善与公益活动表明他的良知与爱国精神。

战争对其工作与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1937 年底，战争在上海、南京等地爆发，远在安徽工作
的账主生活似并未马上受到明显波及，他与家人的交通联系不久即被隔断，但尚能通过邮递给家人汇
款汇物，这显然增加了他的家人安危的牵挂与担忧。他在账本后面空白处写道:拾一二月份，家用米
虽能寄，回望里门，不知如何情形，旅人心绪，不言而知。惟有默祷天帝，佑彼妇孺，逢凶化吉也。这段
文字道出了战乱时期他对家人的惦念和对侵略者的愤恨!

但账主并没有马上选择回家或外出避乱，而且选择继续留守商号，观望待机。由于日本侵略者对
于沦陷区粮食流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商号生意陷于停顿，经过一段时间的留守之后，他被迫到上海
商号总部办理交接手续，返乡居住，另谋生路。受战争的影响，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同过去回家奔丧
不同，他不再坐火车，而是选择坐汽车和航船绕远路回家，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比过去增加了不少。
返乡之后，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节俭。但当时仍然积极利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建材价格，修理个人住
宅，迁建祖宗坟墓; 并通过租住小房子，出租自己较大的房屋所获得的租金差来改善自己的家庭收支。
虽然在战时他仍然不时获得若干笔利息或投资收益，偶尔也通过与人合作中获得少许中间人收益，但
由于丧失了稳定的企业管理收入，加之战时物价上涨，他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我们从账本中明显地
感觉他减少了肉类、酒类、宴客招待甚至洗浴、理发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看相、算命等迷信开支，也增
加了与亲友联络的邮政开支。面对侵略者的强大压力，他选择了委屈求全，被迫花钱办理了良民证
( 居民登记证，1 元 2 角) ，并按时向伪政府交纳所得税、警捐等各项苛捐杂税。②

三、账主的文化观念及其所反映的过渡性时代特征

尽管缺少文字资料，我们很难对账主董士源的人生经历与企业经营活动进行深入揭示与分析，无
法全面了解其政治态度与思想文化观念。但透过一笔笔经济收入与支出的记载，可从中发现出账主
的思想文化观念与性格特征，对藉此窥探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社会过渡与变迁的若干特点。

( 一)新旧杂糅与中西融通的文化性格
前面已经考证出账主老家是在江苏省常州一带。这一地区宋代以来一直属于国内传统教育水平

比较高的地区，民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这里因靠近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及贸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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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江南地区民间戏曲十分流行，账本中数年间只出现一次戏票支出( 2 角) ，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考虑到当时许多
茶馆酒肆中多盛行各种说唱、演剧等文艺活动，账主频繁支出茶、烟、酒、开水、洗浴等项消费活动，可能其中就已
包含了各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唱、戏剧活动。
关于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于这位企业管理者的生活方式与经营活动所造成的深刻影响，笔者曾另
有专文进行深入探讨，参见黄英伟、袁为鹏:《日本侵略对沦陷区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董士账本 1936—1942 的证
据》，《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



心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百姓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也要较内地深。因而这一地区的商
人，其文化性格中往往具有鲜明的多元的，中西文化交融、杂糅的特色。

关于账主文化观念之新旧杂糅、中西交融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前述有关账主的阅读范围、社交礼
仪活动，对于医疗卫生及风水迷信的态度等等清楚地觉察出来，兹不多述。

(二) 关于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的二元特征
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是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及其性质的重要方面，也是学术界

争论较多的问题。账本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深入讨论的案例。账主在乡下出生成长，成年
后长期在外地( 离乡逾百公里的小城市) 独自工作、生活。从其每月按时给家人汇款补贴家用来看，
他与在乡的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中重大婚丧嫁娶等社会礼仪活动，他也几乎都会返乡参与，尽
管所费不赀，但并未缺席。战乱期间，他在外经商受阻，不得以返回乡村，乡村给了提供了最后的庇护
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并未真正离开乡村社区。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他的行为方式，我们又不难察觉当时城乡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与隔阂。账本
中一般均使用民国政府所倡行的阳历纪时，而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有少数几段时间，亦即账主返乡居
住那几天，却特别使用了阴历来纪时，显然在乡下运用阴历要更加方便并且流行些。还有，账主几次
短期下乡，都会有特别的支出用来购买开水、鸡蛋、馒头、咸菜等饮食携带下乡。其下乡收租时高昂的
交通费用与早茶、点心等项支出也表明他们一行并没有居住在乡下，而是每天乘坐黄包车或船只往返
于城乡。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在乡下出生、长大，在本乡有着千丝万缕人际联系的人来说颇有些
令人费解。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在乡下已经很难满足账主饮食、居住和卫生需求了。城里人的生
活条件与卫生习惯已经与乡下人有显著的差异。实际上，尽管因战乱回乡居住，但账主等人显然并没
有在乡村居住，而是选择租住在离乡不远的镇上。小城镇为他们提供理想的居住住所。这为我们理
解民国时期的城乡关系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三)账本展示出一位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影响与制约，又能在市场经济中精打细
算，游刃有余的中国近代企业家形象

马克斯·韦伯特别强调传统中国文化缺乏内在超越意识，强调顺应现世的秩序，过于重视伦理道
德与家庭关系，同西方文化相比，严重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经济理性。① 韦伯
所谓经济理性，有着非常复杂的内涵，但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对于商务与家务，个人与他人
间的财产和权利有着比较明确的界定与区分，个人对自己的财产与行为负责; 二是对于经济活动的利
害得失进行精细地计算、比较与预测，尽可能追求利益最大化。韦伯虽然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和新教
本质上都有自我控制与禁欲的一面，与积累财富并不矛盾，并承认中国商人一向善于精打细算。但韦
伯认为努力工作，积累财富( “逐利”) 在儒家文化看来是不得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过于强调家庭
等集体责任与在家庭成员间平均分配财富，这种“重义轻利”的社会态度和宗教影响阻碍了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诞生。② 韦伯的看法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简单片面，过
于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太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国文化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
济的适应性及其所具备的巨大的张力，因而长期以来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与反对。③

账本史料虽然零散，但却可以为我们讨论中国近代商人阶层的经济理性问题提供良好素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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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33—254 页。
韦伯并不否认中国人也同样具有逐利的动机，但他认为因中西间政治法律制度的差别，中国社会缺乏西方法制社
会所具有的对产权与契约的有效保障及民主政治对于政府行为的制约，从而使得人们对于从事商业行为的后果
难以预测，同时中国社会内部也未曾发展出类似西方复式簿记那样有效的会计方法与体系来对经济行为的过程
及结果进行计算与分析。
参见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们发现，账主个人经济收支与其所服务的商号的经营活动是严格分开的，这大概是这些账本产生的重
要原因之一。但间或也有一些私人的支出用于与商号经营有关的花费，但这笔花费不仅会如实地记
入了账主的个人收支账本中，但通常会在当月的月底如数从商号经费中予以兑销。公司的开销与其
用于个人的收支分别在账本中相当明晰。

不仅商号业务花费与个人收支之间有着比较严格的区分，而且其家族成员之间的财产权利与义
务，也是有比较严格的划分。账本中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如账本记录了一次账主与其弟分担
一笔丧葬支出的事例，这笔开支共 96． 96 元，先由账主支付，随后账主详细记录了其弟弟分四次偿付，
共计偿付总额 48． 47 元的，较其实际应付金额仅少一分钱。

账主几乎每天均严格记录自己的每项经济收支，并且通常在每月月底和年终都要进行收支平衡
计算，认真总结自己的有余与不足。

以上事例均显示出这位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实际已经具备较高的经济理性。但对于账主的经济理
性似乎也不能过高估计，正如中国近代社会所特有的过渡特性一样，账主的经济行为也带有明显的过
渡的痕迹。譬如对于商务与私人经济收支的划分，前文已经提到账主努力避免将二者混作一谈，在绝
大多数情况二者是实现了严格区分的。但二者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程度的混杂，在这两册个人收支账
本中，仍混杂了少量收入与支出，本应属于账主的商务收入与花费，但却记入进来。譬如每逢年节，他
作为基层负责人，他都会从商号获得一笔津贴，用于节日宴请同仁。论理这笔津贴的收入与开销均属
公司管理行为，不应列入其个人的收支账本中。这可以算是会计处理上的一个小失误。我们没有从
账本中发现账本主有挪用商号钱款用于私人生活开销的情形，但却发现多起将自己个人钱财用于公
司事务的情形。账主将私人财务用于商号事务的情形分以下几种:

1．临时垫支个人钱款用于商号支出，当时在个人支出账本中注明系号用，事后( 通常在月底) 由商号
兑销。如有一次他个人先行支付粮食仓库调查费 4元，月底再从商号中收入这笔钱，并注明兑销。

2．支付个人钱款用于节庆日给个别员工的赏金。如每年年初会给商号茶房支出 1 元钱赏金，给
一个负责给自己做日常清洁的学徒工( 倒便桶的) 5 角赏金。

3．支付个人钱款用于商号内部接待往来及支付个人钱款用于商号同事及其家人的婚丧嫁娶的随
喜份钱，乃至商号同事家中儿童压岁钱及礼品礼仪性花费等。譬如，账本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名叫
钱少清，应该是账主所供职的商号驻宿县主任，与其公务关系密切，账本中出现每年春节为其小孩子
支付压岁钱，还曾宴请其家人，还托其在外地代购紫砂壶等。在账主担任商号管理人员期间，我们看
到非常频繁的茶水、点心，烟酒及饮食方面的支出，其中有的还注明系用于对某会计、某经理的接待支
出。账主还曾多次宴请新来或者离开符栈工作的职员( 主任、会计) ，或者招待其手谈( 下围棋) 等，并
支付香烟、茶叶等项开支。一些同事家中婚丧嫁娶，小孩出国进修都会随喜份支出一二元钱。

可见，其公与私的界线并不太清晰，存在一定程度上将商务关系私人化，商务接待私人化的倾向。
但这种商务活动私人化的倾向在素重人际关系的东方社会是不足为怪的。前面业已提到账主文化观念
中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习俗对其的深刻影响，表明其经济行为仍然没有完全从传统社会文化与习俗的影
响中脱离开来，这也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过渡特性密不可分。但是，必须看到，尽管账本的主人深受中国
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显然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精明商人，灵活运用市场机制，为自
己及其家人获取收益。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其在房屋租赁，古籍字画的投资中清楚地看出来。

总之，账本的史料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深受新旧两种文化的影响，具备多元文化观念的过渡时期的企业
中层管理人员的形象，他热爱和平，憎恶战争，心存善念但又逆来顺受，他恪守中国传统的道德礼仪，又善于
利用市场机制来谋取经济利益。他的存在，生动而有力地证实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并非不可兼容。

( 责任编辑: 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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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of an Enterprise Manage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Evidences of Dong Shis Accounts ( 1936 －1942) Yuan Weipeng，Huang Yingwei

Dong Shis account books was a personal da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ledger recorded by an enterprise
manager who worked or lived in Suxian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and Chang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is paper analyses deeply the enterprise managers daily balance and some im-
portant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1936 － 1942，including dealing with the illness，death，funeral and ritual
activities of his family members，collecting rents in the countryside，buying and reading books，and his expendi-
tures on social etiquette，patriotic donations in wartime，which indicated the transitional cultural mentality，eco-
nomic rationality of modern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the features of modern urban-rural relations then as well．
All in all，this account book depicted the image of the middle-lower level managers of the enterprise in a transi-
tional period with multicultural concepts，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well，who loved peace and hated war，firmly committ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 manners，as well as
very good at using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the economic profit． This case vividly prove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arket economy are not incompatibl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und Ｒaising of Univers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Liu Xin，Du Li

The funding structure and financing methods of the univers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ll
also undergo a new round of adjustments and changes，and the traditional school funding model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Therefore，under th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raising funds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has become a problem we must face and solve．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fund raising channels for univers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meth-
od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are used in this paper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level of
fund raising in univers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to define and quantify
the economic problem，thus providing a practical and feasibl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fund raising
in the univers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new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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